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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刘志鑫

　　内容提要：国家权力机关从未见于西方宪法，实为社会主义宪法所独有。它始于苏俄
宪法，定型于苏联宪法，经历了三部曲式的复杂发展历程。依据中国宪法，它是“人民行

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承担着区分权力与职权、将权力转化为职权的功能。以它为中心建

构起的复合结构，既有权力又有职权，两者既紧密连接又相互区分。权力与职权的复合结

构在正反两个方向迥异于西方国家宪法的一元权力结构。在正向上，以“职权划分”取代

西方国家的“权力分立”。这样既避免权力的分立和转移，又在国家机关之间实现功能分

化。正所谓权力不可分，需以职权为可分的替代物。在反向上，确保权力的集中与统一，

将权力保留在人民手中。这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保留态度。在此基础上，中国

宪法超越苏联模式，创造出一种防范权力过分集中、过度保留的全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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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宪法既有权力，又有职权。一方面，《宪法》第２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另一方面，《宪法》第６２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应当由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１〕权力与职权，只有一字之差，在学理上常作为同义词，在

宪法上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这当中蕴含着社会主义宪法最重要的制度设计，即处

在权力与职权之间的国家权力机关。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从比较

宪法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机关是一种独特的国家机关类型，在世界范围内，它为社会主

义宪法所独有，从未出现于西方宪法。

为什么中国宪法要设立如此特殊的国家权力机关，将权力与职权区分开来，建构起一

种既有权力也有职权的复合结构？这是中国宪法学长期忽视的根本问题。既有研究长期

·５·

〔１〕 《宪法》第３、６６、６７、７２、８２、８３、８９、１１５条亦规定有“职权”。此外，宪法官方外文版本无法为“职权”找到对应的
外文概念，只能翻译成“功能与权力”，如英文版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ｓ，德文版的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ｎｕｎｄＧｅｗａｌ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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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权力与职权紧密结合的一面，却极少关注权力与职权相互区分的另一面。欠缺这一

面，就难以全面把握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为此，有必要综合运用文

义、历史、目的和体系四种解释方法，首先以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分化为主线，纵向对比

１９１８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宪法，挖掘苏俄（联）宪法区分权力与职权的根本原因，梳理“国家
权力机关”在苏联宪法三部曲式的发展历程。其次，揭示它进入中国宪法的曲折过程，呈

现中国宪法“既有权力、也有职权”的基本事实。再次，横向对比西方宪法“只有权力、没

有职权”的基本情况，辨析人民与国家权力的所有关系和行使关系，阐明国家权力机关将

权力转化为职权的具体机制，为全面理解《宪法》第２条提供一个全新的体系方案。

一　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生成与定型

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是权力，还是职权？权力与职权是同义词吗？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很难回答。为此，必须回溯到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制度起点，即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

（一）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生成

首先，对比经典的欧陆宪法，这部过渡宪法有三个差异点，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宪法的

基本特征。第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苏俄宪法》第３条第７款规定“为了保证劳动群
众掌握全部权力”，第１０条第２句规定“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权力
都属于联合在城乡苏维埃之中的本国全体劳动居民”。作为十月革命的成果，这部宪法

宣告人民掌握权力（власть），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主体。“权力属于人
民”这种表述，既不同于法国宪法的“主权在民”，〔２〕也不同于德国魏玛宪法的“一切国家

权力源于人民”。第二，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它不再像欧陆宪法那样将权力分立于不

同国家机关，而是将一切权力集中于苏维埃这一国家机关。这集中体现在第１条第２句
“中央和地方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第三，开始将权力（власть）与职权（ведение）区分
开来。在几个中文译本中，第九章所使用的ведения一词被翻译为“职权”“事项”或“管
辖事项”。〔３〕 如第 ９章标题“关于全俄苏维埃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
（ведения）”，又如第９章第４９条第１句规定“属于全俄苏维埃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
员会的职权（ведению）”。

其次，对比经典的欧陆宪法，这部苏俄宪法在两个地方延续了欧陆宪法的传统表述，

与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等成熟社会主义宪法有着明显不同。第一，与欧陆宪法一样，最高苏
维埃依然是“最高权力”，还未演进为“最高权力机关”。此处需要特别注意中文译本存在

着明显错误，而这一错译又暗含玄机。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第６章第２４条是“全俄苏维埃
代表大会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却被错误地增加了“机关”

一词，译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第３０条是“（全俄）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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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３条：“整个主权的本源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
所未明白授权的权力。”

为简便计，本文在直接引用时维持俄文变化后的词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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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也被错误增加“机关”一词，译为“（全俄）苏维埃中央

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４〕 第二，与欧陆宪法一样，权力或政权的概念依然遍布了

整部宪法，贯穿着国家机构。如第三篇标题是“苏维埃政权的结构”（Конструкция
советскойвласти），该篇第一部分标题是“（甲）中央政权的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власти），第二部分标题是“（乙）地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
ｃоветскойвластинаместах）。

最后，１９１８年宪法中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最高权力”，但到了１９２４年苏联宪法，最高
苏维埃不再是“最高权力”，而开始向“最高权力机关”演进。在１９２４年宪法中，“权力机
关”（органоввласти）一词多次出现（如第１章标题）。可以说，它的独特轮廓逐渐清晰，
距离“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成熟形态只有一步之遥。随着“权力机关”这一概念的逐渐清

晰，权力一词与职权、权限、事项等概念的界限也更为明确。１９２４年《宪法》第２篇第１章
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标题，即“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Предметыведенияверховных
органоввласти）。其第１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
下列职权（ведения）。”

（二）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定型

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最终成熟完善于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这部社会主义宪法实现了
国家权力的完全集中，彻底区分了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职权，标志着社会主义宪法理论趋

于成熟。当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明确一切权力（власть）属于人民。第３条规定：
“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第二，正式建立了

“国家权力机关”这一独有的国家机关类型。例如，第 ３章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Высшиеорганы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власти）为标题，第３０条规定：“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将权力（власть）同职权、事项、权限等概念彻底区分开来。
这部宪法建立了一个从苏联、加盟共和国、共和国再到具体国家机关的多层次国家机构。

与人民所拥有的权力（власть）不同，这些不同层级的国家主体对应的是职权（ведение）或
权限（компетенция）。〔５〕

从权力集中的角度看，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只
完成了权力集中三部曲的前两部。虽然１９１８年宪法开创历史先河，开始区分权力与职
权，迈出集中国家权力的第一步。但是，权力与职权的区分还不清晰，国家权力的集中还

不彻底。所谓权力集中第一部曲，即宣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谓权

力集中第二部曲，即是将原本分属于不同国家机关的各种权力全部集中到苏维埃。正如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著名口号所体现的，全俄苏维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它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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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参见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３９、１０４５页。
纵观苏俄、苏联和俄罗斯五部宪法的若干中文译本，власть被统一翻译为权力或政权，但 компетенция和
ведение没有形成固定、统一的译法，而是根据语境被灵活地翻译为职权、权限、事项。参见姜士林、陈玮主编：
《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４４、１０４７页；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
（欧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１９页。相较而言，苏（俄）联宪法的英译本通常将ведение（职权）翻
译为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或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ｎ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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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使一切国家权力，此时的它的确可谓是一种“全权机关”。

另一方面，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并没有完成权力集中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关键在于，它
还未厘清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第一，一切权力究竟属于谁？属于人民，还是属于苏

维埃？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尚未来得及给出成熟、自

洽的答案。１９１８年《宪法》第７条第２句关于国家权力主体的规定就显得有些模棱两可：
“权力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

埃。”第二，什么是“国家权力机关”？１９１８年宪法还没有形成“国家权力机关”这一关键
概念的清晰轮廓，只在第 ７条提到一次“权力机关”：“在任何一个权力机关（органов
власти）中都决不能有剥削者插足的余地”。此时的苏维埃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既拥有国
家权力也行使国家权力，还未演进为只行使职权的国家权力机关。

可以这样说，１９１８年宪法是制度设计的半成品，它的权力集中还只是一种未完全且
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它在文本上（如第７条第２句）表现出一种关于国家权力的“双重集
中”：国家权力既属于人民，也集中于苏维埃；国家权力既由人民行使，也由苏维埃行使。

到了１９３６年，苏联制定了新宪法。这部“斯大林宪法”完成了权力集中三部曲的最
后一部，重构了苏维埃制度，体现了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巨大转折。它厘清了人

民、国家权力与苏维埃三者的关系，对“国家权力属于谁，由谁来行使”这个根本问题给出

了清晰、明确的最终回答。如果说之前两部宪法还只是将国家权力从各个国家机关收回

集中到苏维埃，１９３６年宪法则是将国家权力彻底向源头集中。它将一切国家权力从苏维
埃收走，彻底收归人民，完全集中到人民手中，明确了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拥有。如果

说巴黎公社和１９１８年的最高苏维埃是所谓的“全权机关”，那１９３６年之后的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毋宁是一种“全能机关”。〔６〕 这个关键性的变化决定了最高苏维埃既不再行使也

不再拥有最高权力，它最终演变为一个只行使职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二　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移植

（一）共同纲领未完成权力集中三部曲

同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一样，共同纲领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它虽然已经开始区分政权
（权力）与职权，但未完成国家权力的完全集中，未完成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建构。因

此，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轮廓未完全厘清，难免出现“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政权机关”等

相对模糊的表述。

首先，共同纲领区分政权（权力）与职权。它一边用“政权”和“权力”对应俄文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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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有鉴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恩格斯主张“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９４页。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延续了恩格斯的观点：“这个会议……应
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７７页。“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符合列宁在革命前的基本设想，也规定在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
上。但是，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事件，如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只占少数、喀琅施塔得事件等，已促使列宁重新

思考“权力究竟应当集中到何种程度、集中到谁手上”这一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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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ласть，另一边用“职权”对应俄文的ведение。尤其是第１３条第２款，已经明确将“国家
权力”与“国家机关的职权”区分开来：“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

的职权。”除此之外，还有多个条文明确规定国家机关行使的是“职权”。例如，第１４条
第２款规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第１６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
职权的划分”。

其次，共同纲领未完成权力集中三部曲，只完成了前两部。第一部：它规定“国家政

权属于人民”，将国家政权集中到人民，人民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主体。第二部：它规定

“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将政权集中到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７〕

再次，共同纲领的权力集中是一种未完全且不稳定的中间状态，表现出“双重集中”

的特点。第一，国家政权集中于人民，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第二，国家政权集中于人民

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国家政权的行使主体是人大和政府。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５句规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第１２条第２款
第２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最后，共同纲领规定政权既集中于人民，也集中于人大，这种“双重集中”在政治话语

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的过程中，董必武指出：

“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之后，“一切权力

都要归它……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８〕 周恩来也谈到：“从人民选举代

表……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

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

民政府。”〔９〕

（二）中国宪法确立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

自１９５４年起，中国宪法完成了权力集中三部曲。它先将权力与职权区分开来，再将
权力与职权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

就权力而言，它始于宪法序言第５自然段：“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
主人。”之后，它规定在《宪法》第２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到
此为止，宪法后续条文不再单独使用“权力”。围绕“权力”一词，宪法形成了固定搭配。

首先，“人民”是主语，“权力”是宾语。其次，将“国家权力”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从未省

略“国家”而单独使用“权力”。后续条文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亦表明“国家”与“权力”

是宪法规定的固定搭配。

就职权而言，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与“职权”的固定搭配。宪法在一系列条文中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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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共同纲领》第１２条第１款。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４６、２１８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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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行使下列职权”这一固定表述，明确规定国家机关“行使职权”，而非“行使权力”。〔１０〕

即便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亦规定它“行使职权”，而非“行使权力”。〔１１〕

中国宪法对于权力和职权的区分是严格、清晰、确定的。以这一区分为基础，宪法形

成了一种特殊的概念顺序结构，即国家权力在先、国家机关居中、职权在后。纵观中国宪

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权力是抽象、概括的，职权是具体、罗列的。权力与职权处在前后衔

接的两个不同层次，不宜直接互换。以这一区分为基础，宪法既形成“人民”与“国家权

力”的固定搭配，也形成“国家机关”与“职权”的固定搭配。严格依据宪法的表述，一切国

家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而国家机关只有职权。

将“人民的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的职权”区分开来，有助于准确把握政治话语的相

关表述。在１９５４年宪法草案报告中，刘少奇既说到“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
地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力”，也说到“人民既然完全地行使了国家权力，同时也有完全的义

务”。〔１２〕 依照宪法，前一句的“权力”指的不是宪法上的国家权力，而是全国人大的职权。

在１９８２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彭真既强调“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
也强调“我们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１３〕 依据宪法，后

一句的“权力”指的也不是宪法上的权力，而是人大的职权。政治话语没有像宪法文本那

样严格区分权力与职权，其实反映了一点：权力与职权之间所形成的复合关系，是既相互

区分又紧密结合的。

当然，政治话语总是会对中国宪法学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１９５４年宪法颁布后，
吴家麟将“国家权力机关”理解为国家权力的所有主体和行使主体。他认为“全部最高国

家权力都是统一和集中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手里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是在全国

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它握有全部最高国家权力”。〔１４〕 这一观点延续至今，成

为宪法学主流学说，主要包含两点论述。第一，针对国家权力的所有关系，强调权力既集

中于人民，也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第二，针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关系，强调权力既由人民

行使，也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这些论述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回到《宪法》第２条第２款：“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款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在这个表达结构中，人民是主语，行使是

谓语，国家权力是宾语，而机关（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是状语。如果用状语替换主语，用

人民代表大会替换人民，难免会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第二，“人民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的职权”，是宪法规定的固定搭配，是权力与职

权复合结构的基础。对照可见，学理上通常所谓的“权力”其实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

·０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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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６６、６７、７２、８２、８３、８９、１１５条。
《宪法》第５７、６２、９６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７、１６２页。
《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５４、４５６页。
吴家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迎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教

学与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８期，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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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力，它对外表现为国家主权，也常被称为政权。另一种是专属于国家

机关的“权力”，它并非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而是宪法意义上的职权。既有研究长期

关注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立法权（第５８条），这种“权力”便是宪法意义上的职权。
第三，自１９５４年宪法完成国家权力集中三部曲后，国家权力就彻底集中于人民，不再

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的主体是唯一的，国家权力无法既由人民所有、行使，又由

人民代表大会所有、行使。在这一语境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集中地行使国家最高权

力”，“全国人民统一集中地行使国家最高权力”，〔１５〕这两类表述容易产生逻辑上的张力。

总之，以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为参照，中国宪法完成了权力集中三部曲，正式确立了国家
权力机关这一关键概念，建立了清晰的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它简化了概念，仅在宪法序

言对外政策部分继续使用“主权”，在正文部分仅使用“国家权力”，几乎不再使用“政

权”。它优化了结构，分五步依次规定：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

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具体国家机关；各种国家机关行使各种职权。

三　西方宪法的一元结构与社会主义宪法的复合结构

在这个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中，区分权力与职权是关键起点。之所以严格区分权力

与职权，为的是用“职权划分”取代“权力分立”，将西方宪法先确立人民主权、又分立权力

的做法彻底扬弃，将权力集中进行到底。如此来看，社会主义宪法与西方宪法，是两条道

路的不同选择，却都要直面一个根本问题，即国家权力在集中与分化之间的内在张力。

（一）西方宪法的一元结构：先统一成主权再分立为权力

近代欧洲长期处于各自为政、山头林立的局面。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统一国家权

力这一历史任务徐徐展开。在此过程中，主权概念因势而生，在理论上发挥了关键的统合

功能。

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君主主权。它将贵族、宗教所拥有各种繁杂、混乱的权力整合

到一起，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推动权力在源头上的统一。之后，法国人民反抗君主专制统

治。在此过程中，所有权力种类都被回炉重新熔化冶炼。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温作用下，其

中精华得以升华并最终结晶为人民主权。在它的指引下，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制定了宪

法，废除君主主权，独尊人民为主权唯一的所有主体。为了彰显人民主权，这些国家普遍仿

效法国宪法，将主权设定为一种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权力，赋予主权对外独立、对内最高、

不可分等重要属性，于诸种权力之上彰显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多部现代宪法延

续这一基调，沿用主权概念。法国宪法（１９５８年）第３条和意大利宪法（１９４７年）第１条都规
定主权“属于”（ａｐｐａｒｔｉｅｎｔ，ａｐｐａｒｔｉｅｎｅ）人民，日本国宪法（１９４７年）第１条规定主权在民。

其次，至高无上的主权概念，也带来了沉重的理论负担。当现代国家将主权推到极致

的至高无上，那主权又如何重新回到现实的国家？纵观长久以来西方学理对于主权概念

的讨论，简而言之，主权需要“化身”为权力，才能沉降下来，回到现实。在这种“主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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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许崇德、何华辉：《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比较研究》，《法学评论》１９８７年第５期，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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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概念体系中，主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绝对、抽象、不可分的，权力则是主权的专

门化、特定化，更多是相对、具体、可分的。〔１６〕

对此，卢梭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批判。既然主权是统一、集中、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

那它又何以分化为零散具体的权力？〔１７〕 为了回避这一质疑，许多西方宪法开始淡化主权

概念，转而采用另外一种表述。１９１９年，德国魏玛宪法颁布，第１条第２款规定“国家权
力源于人民”。从以下两点来看，“国家权力源于人民”比“主权属于人民”更为灵活、婉

转。第一，根据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通过人民的投票与选举，国家权

力奔腾涌出，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家机构。第二，在权力分立原则的作用下，这些源于人民

的国家权力发生分流，它们分别流入不同的国家机关。换言之，国家权力浩浩荡荡，从人

民流向各个国家机关，整个流动过程再无君主、贵族、宗教的阻隔。

当然，现代国家的权力流动如此这般畅通无阻，也决定了主权与权力两个概念不断趋

同。无论是继续在权力的源头和上游强调主权属于人民，还是继续在权力的中下游区分主

权与权力，都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必要性。基于主权与权力的同化趋势，多数欧陆宪法学者

形成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主权即是权力；第二，主权是权力的重要特征和集中表现。〔１８〕

对比人民主权的两种表述方式可见：德国式的“国家权力源于人民”，贴切地描述了

权力从人民流向国家机关的动态过程，摆脱了法国式“主权在民”以及“主权—权力”概念

体系所带来的理论负担，不可谓不精妙。尽管如此，德国式的“国家权力源于人民”没有

彻底消解卢梭抛出的那个尖锐质疑：既然权力属于人民，那为何又要转移给国家机关？

如此尖锐的根本问题，似乎只能模糊处理。德国基本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一切国
家权力源于人民。它由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并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特定机关来行使。”

这一条文有两个部分是清晰明确的。一是继承了魏玛宪法的表述，通过“权力源于人民”

明确了人民主权原则。二是明确了权力分立原则，权力被分配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特

定机关。然而，这两部分的连接点却是模糊的。权力分立紧随人民主权之后，两者究竟是

如何连接起来的？这个连接点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权力的归属，另一个是权力的行使。

对于“权力究竟属于谁”这一问题，它用“源于（ａｕｓｇｅｈｅｎ）”这个模糊的动词来回避。对于
“权力究竟由谁来行使”这一问题，它用“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并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特

定机关来行使”这一表述来应付。也就是说，德国基本法对于国家权力归属关系和行使

关系采取了一种模糊化的表述，而这种模糊为权力分立的“上位”创造了条件。

如此来看，人民主权与权力分立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这是关于国

家权力的统分矛盾。一方面，人民主权原则要求国家权力不可分、必须集中于人民，禁止

其他主体与人民分享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权力分立原则又要求国家权力应根据国家的

不同功能相应分化，并分别配置给不同的国家机关。

对于这个矛盾，德国宪法学者的回应颇具辩证法色彩。施密特·阿斯曼说道，权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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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权力分立是一种相互关联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权力集中是权力分立的前提，权力

在集中之后必然要分化。宪法先确立了国家权力的统一与集中，再将权力依据不同功能

作相应的划分和区隔，从而对国家加以约束和限制。〔１９〕 迪·法比奥补充到，拉高到整个

宪法层面，权力就表现为集中与分立的“统一体”。国家权力的合与分是诸多国家机关组

成国家机构的根本基础。合的末端即是分的开端，权力的合与分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张关

系，而人民主权与权力分立恰恰是弥合它的两个关键支柱。〔２０〕

总体来看，西方宪法形成了“先统再分”的一元权力结构。有些西方宪法以权力的

“可分”保障主权的“不可分”，另一些西方宪法以权力行使层面上的“可分”来折冲权力

归属层面上的“不可分”。首先是依据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在其源头维持着集中、统一、不

可分的样态。其次，在从源头到国家机构的流动过程中，国家权力根据权力分立原则发生

分流，分别注入立法、行政、司法等特定国家机关中。

到了２０世纪上半叶，这些具体概念表述略有不同的西方宪法一起摆在中国人面前。
当中既有近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法国式的“主权在民”，也有德国式的“国家权力源于

人民”。在动荡的立宪史中，１９４７年《中华民国宪法》主要采用“主权—职权”这对概念，
将“国家主权”与“国家机关之职权”作为相对概念。它一边在第３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
权属于国民全体”，另一边在第２７条规定“国民大会之职权”。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这
种“主权／政权—职权／权力”概念体系中，职权与权力才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２１〕 此处的
职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即依据国家机关的功能而分配的具体权力。这迥异于之后中国宪法形成
的“主权／国家权力—职权”概念体系。

（二）社会主义宪法的复合结构：先集中权力再分解为职权

相对于西方宪法的一元权力结构，社会主义宪法的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是一种范式

转型。

首先，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了国家权力的转移与分立。卢梭洞察了人民主权与三权

分立的紧张关系，因而强调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两

点。第一，权力分立原则意味着权力转移给国家机关，决定了权力与人民的必然分离。权

力分立、分离和转移，直接抵牾了人民主权所要求的权力统一、集中、不可分，两个原则之

间存在着深层次矛盾，难以调和、无法消解。〔２２〕 其结果是：权力源于人民，却不断远离人

民，人民最终失去对权力的掌握和对国家的控制，由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甚至反过来阻断

人民行使权力。〔２３〕 第二，权力分立是一种间接的制度设计，它既无法直接保障公民自由，

也无法阻止国家权力反噬人民。〔２４〕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人民亲手建立了国家，国家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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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ＳｃｈｍｉｄｔＡｍａｎｎ，§２６，ｉｎ：Ｉｓｅｎｓｅｅｕｎｄ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ＩＩ，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４，
Ｒｎ．１７，４７．
Ｖｇｌ．ＤｉＦａｂｉｏ，§２７，ｉｎ：Ｉｓｅｎｓｅｅｕｎｄ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ＩＩ，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４，Ｓ．６１，
Ｒｎ．２ｆｆ．．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１页。
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７、３９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９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８０、７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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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反过来阻断人民实现自由。〔２５〕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权力的分立乃是权力的异

化，这是人民失去国家权力、反受国家侵害的根源与起点。

其次，社会主义宪法反对国家权力的转移与分立。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只是简单地将权
力从其他国家机关收归国家权力机关，由它集中行使。到了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就不止于
此，而是进一步将国家权力向人民这一源头集中。以此为模板，之后的民主德国、捷克斯

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扬弃了欧陆宪法上述经典表述，干脆利落地给出一个全新表

述，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国家权力的归属关系，明确了人民才是

国家权力的所有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是国家权力的所

有主体。概括来说，社会主义宪法反对只在主权层面抽象地规定“主权在民”“主权属于

人民”，反对只在权力的源头模糊地规定“一切国家权力源于人民”，反对用权力分立原则

来限缩、架空人民主权原则。只有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不可分才符合人民主权原则，必

须彻底实现权力集中，将民主进行到底。〔２６〕

再次，中国宪法序言第１至５自然段精炼阐述了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过程。“从
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通过这些叙事，宪法表达了鲜明态

度：国家权力来之不易，人民必须牢牢掌握，才能当家作主。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人民主体论”的三个要点。第一，人民的主体地位；第二，国家的客体地位；第三，“掌握

权力”点明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权力关系。

在此基础上，宪法先确定了国体，即国家权力归人民集中所有。历史和哲学层面上的

“人民主体论”，具体表达为第１条第１款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宣告了国体，蕴含着强
烈政治意涵。紧接着，这一政治性国体条款在第２条第１款转化为规范性国体条款，人
民民主专政转换为国家权力归属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

此，人民与国家之间在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转化为宪法上的国家权力归属关系。在这当

中，国家、权力、人民三者并列，权力处于人民与国家之间，“属于”一词标定了国家权力对

于人民的归属关系。这完成了社会主义宪法对人民主权的重新阐述，在国体层面避免了

权力分立。

宪法继而确定了政体，即国家权力归人民集中行使。所谓国体，即国家权力的归属关

系。所谓政体，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关系。权力集中，不只表现在国家权力的归属关系上，

还要贯彻到国家权力的行使关系中。〔２７〕 宪法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规范性国体条

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规范性政体条款，即“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

大会。如此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人民直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行使国家权

力的政体。〔２８〕 唯有国家权力机关，才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直接机关。至于那些由人民

代表大会产生的具体国家机关，不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直接机关。简言之，在政体层

面，宪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杜绝了权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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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７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０页。
参见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８３页。
参见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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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才是国家权力的主体。首先，人民既是唯一的权力所

有主体，也是唯一的权力行使主体。在国家权力的归属环节，权力归人民集中所有，不得

与人民分离。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环节，权力之间不可分立，权力由人民集中行使。其次，

为了确保国家权力完全属于人民所有、由人民集中行使，社会主义宪法反对西方宪法的权

力分立，严格禁止权力转移。再次，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决定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

权力的间接关系。时至今日，政治话语依然强调不走三权分立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经

验一再表明：如果国家机关直接行使权力，那人民就只能间接行使权力；如果人民将权力

转移出去，人民终将失去权力。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与国家权力的直接关系，同时确定了

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的间接关系，拉开了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的距离。

四　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正向功能：将权力转化为职权

在西方宪法，国家权力源于人民，却被转移给国家机关。社会主义宪法扬弃了这种权

力转移，创造性地将职权从权力中分离出来，建构了一种从权力到职权的转化机制。国家

权力机关作为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核心结构，承担起将权力转化为职权的重要功能，成

为社会主义宪法独有的机关类型。相较于西方议会制度以“权力转移”为核心，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以“权力转化”为核心。

（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俄文结构与汉语翻译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摆在革命者面前。旧的国家机器必

须加以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２９〕 这需要一整套创造性的理论建构和一整

套崭新的制度改造方案，来确保国家权力归人民集中所有、由人民集中行使。这意味着：

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无论是源头、中游还是下游，都要确保国家权力的统一、集中和不可

分。为此，社会主义宪法对既有的代议机关加以改造，将它变成一种全新的国家权力机

关。〔３０〕 正是这种全新的国家机关类型，隆起在权力与职权之间，发挥着将权力转化为职

权的关键功能。

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正式形成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概念（第３０条），确立了这种社
会主义宪法独有的国家机关类型。在俄语中，“最高国家权力机关”（высшиморга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власти）是一个短语。它由四个词组成，从前到后依次是“最高”“机关”
“国家”“权力”。此处的“机关”（органом）是主导词，而“最高”“国家”“权力”是起修饰
作用的从属词。因为俄语语法十分灵活，主导词和从属词可以灵活搭配，所以这一短语可

能有三种意涵。第一，后置的“国家”“权力”一起修饰“最高机关”从而形成“国家权力的

最高机关”的意涵。这一概念常见于西方宪法，如《日本国宪法》第４１条“国会为国家权
力的最高机关”，甚至也见于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第二，“国家”“权力”可以一起插入“最
高”与“机关”之间，形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意涵。第三，“国家”放在最前面，“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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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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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最高”与“机关”之间，形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一俄文概念，在建国初期有多种译法，给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宪法

带来了不小的困扰。〔３１〕 第一种翻译是“国家权力之最高机关”或“国家政权最高机关”。

第二种翻译是“最高国家政权机关”。〔３２〕 至于共同纲领，它既有“国家最高政权机关”“行

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第１２条），又有更为简单的“政权机关”（第１５条）。
虽然“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等概念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十分相似，但两者具有根

本差异。前者行使权力，后者行使职权。１９５４年宪法精准把握住“国家权力机关”的核心
内涵，清晰区分了权力与职权，不再沿用共同纲领上的“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不再采用

“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等可能引发误解的表述（第１２条第２款）。
在这部宪法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这两个下位概念（第４７、５５
条）得以最终确立。〔３３〕

中国宪法维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轮廓（第２条第２款、第５７条等）。首先，“国
家权力机关”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的缩写。宪法之所以将它命名为国家权力机

关，归根结底因为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它的重要功能是供“人民行使国家权

力”。其次，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不是国家权力主体，而是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工具。上文分析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这一表述，已经明确人民是主

语，行使是谓语，国家权力是宾语，机关是状语。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机关”的词源和词

义稍加梳理。作为法律概念的“机关”（Ｏｒｇａｎ）源于德国，后经日本传入中国。而德语中
的“机关”又源于希腊语，所谓机关即工具。〔３４〕 综合语法和词源可见，“人民行使国家权

力的机关”，即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工具。

如此来说，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家权力机关，一个是大名，一个是小名。正所谓人民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即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两个概念虽是一体，但有不同面向。一

方面，人民与人民代表大会是一组概念，“人民代表大会”侧重它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另

一方面，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机关是另一组概念，“国家权力机关”侧重它与国家权力之

间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自身不拥有国家权力，也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机

关承载国家权力，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与工具；国家权力机关的首要定位，毋宁是

人民的机关（工具），其次才是国家的机关（工具）。〔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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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中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机关类型，民主德国在制定１９４９年宪法时也产生了同中国类似的困扰，
未形成对应概念，只是在第５０条规定“人民议院是共和国的最高机关”。直到１９６８年，重新制定的《民主德国宪
法》第４８条才规定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ｄａｓｏｂｅｒｓｔｅ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Ｍａｃｈｔｏｒｇａｎ）。
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有多个中文译本。不晚于１９４７年，谢唯真就已将这一概念翻译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参见
《苏联宪法（根本法）》，外国文书籍出版局１９４７年版，第１８页。他时任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部主
编，后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审主任，翻译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也翻译了
这部宪法，却将这一概念翻译为“国家权力之最高机关”，参见《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苏联宪法（根本法）》，新

华书店１９４９年版，第６７页。另参见《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１９５０年版，第５５页。
上注所引三个译本都未形成“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概念，而采用“国家权力之地方机关”“国家政权地方机

关”等表述。在１９５４年宪法最初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宪法草案（草稿）也在第二章第四节标题使用
“国家权力的地方机关”。之后，这一表述被恰当地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Ｖｇｌ．Ｉｐｓｅｎ，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Ｉ，２９．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Ｓ．４．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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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权力转化为职权的国家权力机关

从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开始，社会主义宪法就展现了它与西方宪法的一个重要差异。西
方宪法形成的是一元权力结构，国家权力贯穿、遍布整个国家机构。社会主义宪法形成的

是复合结构，它既有权力又有职权。

在西方宪法上，人民主权居于一元结构顶端，主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特征和集中体

现。之后，主权从顶端流下，分化为具体国家权力，细密地注入各个国家机关之中，贯穿整

个国家机构。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西方宪法实行的是权力分立原则，国家权力从源头涌出

后随即发生了横向和纵向的分流，但整个国家机构却是以“权力”为单一要素的。以德国

基本法为例（第４０、６５ａ条），无论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还是更为具体的统帅权、警察
权，皆是权力（Ｇｅｗａｌｔ）。这些分化而成的特定国家权力，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来承载，立
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便是承载这些权力的特定组织结构形式。如果说权力如骨肉，国家机

关就是包裹它们的皮囊，特定的国家机关便是特定国家权力发生组织化、机关化的直接产

物。西方宪法同样规定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国家机关类型，却唯独没有规定“国家

权力机关”。理由很简单，这些国家机关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都可谓是“国家权力机

关”，不必多此一举创设这种机关类型。

社会主义宪法将一元权力结构改造为全新的复合结构，它由权力与职权两个要素构

成。“从权力到职权”的转化机制，是这个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核心构成。为此，原本

负责立法的代议机关被改造为国家权力机关。它在宪法中居于核心地位，承担起将权力

转化为职权的关键功能。就此而言，国家权力机关或可谓国家权力的转化机关。它犹如

一个将权力转化为职权的制度管道。管道入口端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人民集中所有、由

人民集中行使的作用；管道中端起到产生行政、审判等具体国家机关的作用；管道末端则

向这些具体国家机关配置相应的职权。

以转化功能为基础，国家权力机关承担起极为重要的产生功能。《宪法》第３条第３
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

责，受它监督。”宪法通过“产生”一词明确一点：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存在

着宪法上的产生关系。基于这种产生关系，国家权力机关在整个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位

置，凌驾于其他国家机关之上，具有一种特殊的母体地位。就此而言，国家权力机关乃是

其他国家机关的“产生机关”，称为“母体机关”亦不为过。显然，这种母体地位绝非西方

宪法上立法机关相对于行政、司法机关的那种优越地位可以比拟的。

国家权力机关发挥如此重要的转化和产生功能，保障了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宪法规

定国家权力不可分，同时提供了可分的替代物。纵向上，国家权力的不可分是由国家权力

机关的可分来折冲的。人民产生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横向上，国家权力的不可分是由国

家权力机关产生具体国家机关来折冲的。各种国家机关都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纵

观整个国家机构，人民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其他国家机

关进一步分化为机关和机构。社会主义宪法上国家机关的可分，是以“国家权力不可分”

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可分”为前提的。而西方宪法上国家机关的分立，却是以“国家权力

分立”为基础的。就此而言，国家权力机关可谓是“保障国家权力统一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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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的反向功能：将权力保留在人民手中

除了“权力转化为职权”这一正向功能，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还蕴含着一种反向功

能。社会主义宪法没有将国家权力完全转化为职权，而是有所保留，保留在人民手中。之

所以将权力保留于人民，确保权力的统一、集中、不可分，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保留

态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保留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当阶级社会消亡，国家和法律随之消

亡。当然，在革命爆发后会有短暂的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国家消亡

论”，却成为列宁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者该如何对待

国家和法律？是削弱国家，直至它消亡，还是维持它？列宁针对经典论述做了必要调整，

给出了两段论式的回答。首先，无产阶级专政是长期的。其次，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需

要国家继续存在。具体来说，列宁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肯

定了国家的工具性，从而重新赋予国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没

有过多着墨。但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到理论的中心，把这一过

渡阶段大大拉长。〔３６〕 以此为基础，列宁推迟了国家的消亡期，宣称国家和法律在共产主

义的高级阶段才最终消亡。〔３７〕 经过这番理论改造，国家得以继续存在，它在过渡阶段依

然发挥专政功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斯大林进一步夯实了国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更丰富了国家的工具性。如果说列宁

致力于解决“国家与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斯大林则“从革命回到国家”。斯大林修正了

关于世界革命的经典论述，提出“一国可以独立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将长期处于外忧内患的境况，外有资产阶级国家包围，内有资产阶级敌人。根据这个基本

判断，他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如此一来，国家不仅应当继续长期存在，

还应被充分强化。唯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彻底消灭国内资产阶级残余，才能抵御

帝国主义的外部包围。〔３８〕 国家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国家这个上层建筑还可以反过

来作用于经济基础。自此，国家不再只是被改造的对象，也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它在文化、

教育、社会、经济等领域发挥重要的社会主义建设功能。〔３９〕

概言之，马克思宣告国家必然消亡，但被列宁“缓期执行”，而斯大林将国家加以改造

并委以重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国家的基本论述，经历了调整和变化。从结果上

看，在保留国家的同时，也对国家秉持批判性保留态度。

（二）将权力保留在人民手中

首先，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批判性保留态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宪法对于国家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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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４０〕 这种保留态度集中体现在“人民主体论”和“国家工具论”这两个基本论断中。

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中：人民是主体，国家是客体；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

人民的工具。国家的正当性是有限、形式、附条件的，唯有人民才能赋予国家以正当性。

唯有作为人民的工具，国家才具备继续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其次，宪法对国家有所保留，则人民应将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而非全部转移给国家。

宪法对国家的保留，人民对国家权力的保留，这两方面是一致的。现代宪法确立人民主权

原则，从源头上完成了权力的集中。但西方宪法用权力分立原则弱化、消解了权力的集

中。对此，社会主义宪法要求巩固权力的集中，反对权力的分立：既要从正向上将权力转

化为职权，也要从反向上将权力保留在人民手中。正如中国宪法序言所强调的，国家权力

乃是人民历经革命才掌握的，它来之不易，必须有所保留，不能完全转移给国家机关。如

此来看，虽然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行使国家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行使一切国

家权力都应毫无保留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人民应有所保留，应保留一部分国家

权力，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和方式来行使。〔４１〕

再次，将权力保留在人民手中，可谓一种特殊的“权力保留”。权力在集中之后，有一

部分经由国家权力机关转化为职权，还有一部分权力依然保留在人民手中。〔４２〕 如果说权

力集中是相对权力分立而言，那“权力保留”是相对“权力转化”而言的。一方面，按照国

家的工具属性，国家权力的大部分功能性要素，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与职权转化机

制，转化为国家机关职权。简言之，职权是权力的功能性要素。〔４３〕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没

有全部流入国家权力机关转化为职权，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要素还主要保留在人民手中。

最后，既器重国家也节制国家，中国宪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国家的整体

态度。这其实与法、德等西方宪法对于国家的基本态度———“对于国家，既要使其可能，

也要加以限制”〔４４〕———颇有相似之处，在思想脉络上甚至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事实上，在

西方宪法的一元权力结构中，亦有某种程度的“权力保留”。源于人民的国家权力也没有

全数流入国家机关之中，亦有部分保留在人民手中。欧陆多国宪法除了规定选举和投票

是人民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之外，同时也承认人民依然保留着部分权力。在特定条件下，

人民可以通过若干直接民主的方式直接行使权力。尤其是制宪权这种特殊权力，它常与

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并立于宪法当中，德国基本法在序言中就有明文规定。依照博

肯佛德的观点，制宪权并没有因为制宪程序的完结而消散，而是保留于人民手中。〔４５〕

（三）“人民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保留的权力

首先，社会主义宪法的“权力保留”，是一种从源头上、从根本上的常态性保留，它的

·９１·

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参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４页。
参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３页。
除了国家权力的保留，还有武装力量的保留。宪法明文规定“属于人民”的只有两处，一是国家权力，二是武装

力量（第２９条）。至于“属于国家”的，如自然资源、城市土地。
依照功能适当原则来划分职权，可谓职权概念的本义。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

《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２８１页。
Ｆｌｅｉ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３．Ａｕｆｌ．２００４，Ｓ．３５９．
Ｖｇｌ．Ｂｃｋｅｎｆｒｄ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Ｐｏｌｉｔｉｋ，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２０１１，Ｓ．９７ｆｆ．．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程度和范围远超西方宪法各种“权力保留”。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出现权力过度保留

的问题。过度保留权力，会导致权力无法通畅有序地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转化为职权，会导

致权力无法有序分配给具体国家机关。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权力过分集中。

其次，权力过分集中、过度保留，曾造成严重后果。１９５４年宪法生效后，社会主义建
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被归因于国内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基于这一判断，国家

的功能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领域急剧收缩，重新集中于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科学

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４６〕

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必然要求权力的绝对集中。这意味着，国家权力不再经过国家

权力机关转化为国家机关的职权，不再假手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完全集中在人民手

中，人民得以“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地直接行使权力。

再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了这种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结果与

教训。１９８２年，宪法全面修改，在第２条增加了全新的第３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
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款一直未见

深入研究，常被视为宣誓性条文。但从第２条整体结构来看，第２、３款正好对应了人民行
使国家权力的两种方式。第２款规定第一种方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国家权力
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将大部分国家权力转化为国家机关职权。第３款规定第二种方式：另一
部分国家权力没有流入国家权力机关，而保留在人民手中，由人民直接行使。唯有行使这部

分保留在手中的权力，人民才能“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管理社会事务”。简言之，第２条第３款体现了“将权力保留在人民手中”的宪法要求。
更重要的是“人民依照法律规定”这八个字。依此，即便是人民，也受法律规定的约

束。人民行使其所保留的那部分国家权力，不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相反，人民必

须“依照法律规定”才能行使这些保留的权力，“管理国家事务”。邓小平强调：“关于不允

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４７〕因此，这一款可能是针对权力过分

集中和过度保留而专门制定的。它蕴含着一种防范权力过分集中、过度保留的保留机制：

人民在行使其所保留的国家权力时，亦有所保留。在这个可谓“权力保留的保留”机制

中，法律发挥着关键的规范作用。而法律恰恰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职权制定产生的。

依职权产生的法律，反过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此来说，宪法规定“人民依照

法律规定”，重新诠释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依法治国原则奠定宪法基础。

六　结 语

在现代国家，权力生而集中，却无往不在分化当中。权力在集中与分化之间的矛盾，

是任何一部现代宪法都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是权力分立，还是权力转化？这是两条截

然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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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宪法走了“权力分立”的道路，形成了国家权力“先统再分”的一元结构。社会主

义宪法走了“权力转化”的道路，设立独特的国家权力机关，完成了全新的范式转换。为

了确保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必须将权力集中进行到底。以国家权力机关为中

心建构起的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既能集中权力（集权），也能划分职权（分工）。在这个

复合结构中，国家权力的转化与保留机制尤为重要，迥异于西方宪法的权力转移与分立。

从社会主义宪法史来看，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并没有完全消解权力在集中与分化之

间的矛盾，反而曾经导致权力过度保留和过分集中。有鉴于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宪法创造

性地增加了第２条第３款，超越了苏联宪法，发展了社会主义宪法。在这一条款的有力推
动下，权力与职权可以形成一种以国家权力机关为轴心的双向关系。值得期待的是，这个

双向关系潜藏着一种类似比例原则的规范性结构，蕴含着权力与职权复合结构未来发展

的可能空间。

［本文为作者参加的２０２０年度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研究课题“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的概念形成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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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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